
怀念读研究生的日子 

 

南开大学 逄锦聚 

 

1981 年我从青岛工作岗位考取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研究生。因为研究生招生制度恢复

不久，所以当时录取的人数并不多，全国好像也就是万余人，南开我考的专业只录取了 6

人，可谓凤毛麟角。我原来工作的单位条件比较优越，所以有的朋友对我做出的选择不甚理

解，但我年迈的妈妈和忠厚的爱人却非常支持。她们的想法很朴素，认为：“文化大革命”

折腾了十年，想上学都轮不上，好容易国家给了机会，为什么不把书读完！在她们的支持下，

从此，我开始了人生道路的又一次重大转折，也从此，我持续至今的教学和学术生涯开始了

新的奠基性的工作。时间一晃过去近 30年了，回想起读研究生的日子，至今仍无限地怀念。 

一 、最怀念：教我育我的老师 

早年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曾说：“大学者，不是有大楼之谓也，而是有大师之谓也。”梅

贻琦的老师、南开大学创办人之一张伯苓先生也曾说，他做校长，主要做两件事，一是请教

授，二是谋资金。中国近代史上的这两位教育家不谋而合，都把延揽教授名师作为大事来抓，

这无疑说明教授在学校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和作用。 

进南开之后，我最强烈的感受是南开有名师。南开是周恩来总理的母校，读校史知道，

陈省身、吴大猷、曹禺等大师都曾是南开的学生又在南开任教。新中国建立后，虽然没有一

个权威机构认定谁是大师，但我敢说，我入学时的南开大学依然荟萃了一大批国内外著名的

教授，别的学科不说，仅就我就读的经济学科而言，其教师队伍之强，实在是令人倾倒。 

我初入学时，指导我们学习的导师组是由四位教授组成的,他们是：谷书堂教授、蔡孝

箴教授、朱光华教授、贾秀岩教授。学完课程后，我的学位论文是谷书堂教授指导的。为我

们开课和讲座的还有：藤维藻教授、钱荣堃教授、杨敬年教授、魏勋教授、熊性美教授等。

这些教授在各自的专业和研究方向中都具有很高的学术水平和很深的学术造诣。这样强大的

教授阵容是我进入南开之前所从来未曾见过的，至今我仍然认为是极强的阵容。我的经济学

知识和做人准则的形成在很大的程度上得益于这些教授的指导和培养。当然还有许多没有一

一列出名字的老师。 

现在这些老师大都已届耄耋之年，有的已经离我们而去，但他们给予我的教诲、身体力



行给我的影响，使我终生不敢忘怀，是我永远做人的力量。现在特别倡导师德、教书育人。

在我的记忆中，当时的这些老师处处为人师表，个个师德高尚。他们当中，大都经历过多次

政治运动的磨难，但对党对人民对社会主义事业的忠诚绝无改变；他们实事求是，追求真理，

刚正不阿，淡泊名利；他们以教学科研为已任，视学术道德如生命，日夜工作，一心想把耽

误的时间夺回来；他们对业务精益求精，虽已声誉卓著，但仍然虚怀若谷，谦逊待人；他们

爱学生如子女，有的慷慨解囊资助困难者读书，有的夜半 12 点还到学生宿舍问寒问暖，解

疑释惑。 

毕业后，我留在南开作了一名教师，后来成为教授，并且走上了学校的领导岗位。我不

仅更切实地感觉到老师的伟大，而且也更深刻地认识到，教授特别是名教授在学校中的重要

地位。可以说，一所大学如果没有一批著名的教授支撑，就很难保证研究生的培养质量，也

就很难办成名副其实的大学，更不可能办成世界一流的大学。正因如此，加强教师队伍建设，

培养一批在国内外都具有领先地位的名教授，特别是着重培养一批年轻的名教授，其认识不

管多么高，其措施不管多么得力，也不会过分。 

然而，在学校工作一段时间后就很强烈地感到，培养造就一批名教授特别是稍年轻一些

的名教授是何等的不容易！在上世纪 90 年代之前，别的不说，单就为教授创造一种比较说

得过去的住房等物质条件，使之能够无后顾之忧地潜心教学科研，就可谓蜀道之难！这一点

越是老大学、名牌大学似乎显得越突出。因为在中国，不知始之何时，也不知因为什么原因，

历史悠久的、名牌大学的教师的住房和收入水平却比不上一些一般的、建校时间短的大学，

甚至更比不上某些非教育的行业。我一直认为这是一种扭曲和倒置。90 年代以后，特别是

进入 21 世纪后，随着改革开放和经济的发展，这种状况有了极大的改观，国家对教育的投

入增长了，教师的社会地位和收入水平明显地提高，一大批我们自己培养和在海外学成归来

的年轻博士充实到教师队伍，使教师队伍的年龄结构、学缘结构、知识结构有了很大的改善。

但是，社会是发展的，教育是发展的，单就研究生教育而言，有资料显示 2007 年的在校研

究生数已达到 150万人。更何况，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又出现了许多新问题、新

情况，对教育和教师队伍的建设提出了新挑战。在新的形势下，如何估计我们教师队伍的状

况，如何采取更得力的措施吸引更多优秀的人才加入教师队伍，如何创造更加和谐的环境保

证教师的主要精力用于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如何加强教师的道德建设和学风建设，等等，

都是一些需要研究和解决的课题。 

长江后浪推前浪，教师队伍应该一代更比一代强。我的老师有句名言：做老师如果不能

培养出超过自己的学生，就不能算好老师。我经常扪心自问：作为后来者，我没有辜负老师



的期望吗？  

二、最难忘：面向和服务经济、社会的优良传统 

南开有面向并服务经济、社会的优良传统。1919 年建校伊始，就因应经济、社会需要

而设置学科。因天津地处沿海，又是北方经济中心，所以当时的南开特别设置商科和化工，

并很快办出优势和特色。其后，为进一步加强经济学科，南开于 1927 年又建立了经济研究

所，成为中国近代高等学校最早的经济研究机构。其后，南开进行的东北移民调查、高阳土

布调查，抗战时期财政金融研究，特别是南开编制的物价指数，不仅当时蜚声海内外，而且

直到现在，海外的著名大学、研究机构仍给予很高的评价。今天，化学和经济两个学科已经

成为南开最强的两个学科，并且与数学、历史以及光学等多个学科一起，被确定为国家

“211”、“985”工程项目重点建设的学科。 

新中国建立以后的老校长杨石先教授曾亲自提出发展学科、繁荣经济的主张，这一主张

成为对南开影响深远的学科建设方针。改革开放后的老校长、前不久刚刚仙逝的滕维藻教授，

抓住了改革开放的大机遇，身体力行，急现代化建设之所急，在发挥理论经济学优势的同时

大力发展应用经济学，把经济学科的发展推向一个新的台阶。他不仅亲自主持对现代化建设

有重大影响的研究课题，而且高瞻远瞩，于 80 年代初就推动办学体制改革，在国内高校中

率先与加拿大约克大学联合培养研究生，开创了不出国留学的“南开—约克模式”，同时还

与国家部委和实际经济工作部门如中国人民银行、中国工商银行、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国家

物价局、统计局等单位联合办学，利用社会资源，建成了一万多平米的经济学科教学科研大

楼，使南开经济学院在当时不仅在规模上、物质条件上，而且在学科水平上都走在了国内同

类大学的前列。 

我在这样的环境中先是学习后是工作，深受南开这种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学科的优良传

统的熏陶和洗礼，使我对南开的这种传统和办学方向有了深刻的理解和体会。在走上学校管

理岗位后，我参与决策建立的中国 APEC研究院（设在南开）、南开大学经济与社会发展研究

院等直接服务于现代化建设的研究生培养和研究机构，实际上是新的历史条件下继承和发扬

南开面向经济、社会优良传统所结出的丰硕果实。 

南开的这种优良传统体现在对研究生的培养上，则是倡导学生在学习上要理论密切联系

实际，要多向社会向实践学习。南开的校训是：允公允能，日新月异。其最初含意在于培养

学生既要具有为社会为民众服务的志向，又要有为社会为民众服务的知识和能力，要不断前

进，不要停在一个水平上。现在，它的新含义是，要把学生培养成知识、素质、能力综合素



质高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而要培养出这样高素质的学生，面向社会，联系实际，注

重实践是极其重要的。 

南开的这种优良传统对我有深刻的影响，并使我以往经过一段艰苦的经历所积累的知识

和经验得到了充分发挥。高中毕业后，我曾工作了 14 年，其间在学校做过教师，在农村做

过农民，在企业做过工人，大学毕业后又在机关工作过。这样的经历使我受益无穷，并在南

开得到了发挥。我对中国国情的认识，对许多经济问题的理解，很多感性认识得益于在农村、

在企业、在社会的实践。步入南开后，从学校到老师都强调理论联系实际，特别是我的导师

虽然已届高龄，但每年都拿出时间深入社会调查研究，而且坚持不懈，乐此不彼。这种精神

使我敬佩不已，效仿不止。 

三、 最感谢：堪称一流的学风 

1995年 4 月 3 日《人民日报》教育·科技·文化版头条新闻的标题是：“南开学风堪

称一流”。写这篇新闻的是时任《人民日报》科教文部的主任和一位刚从南开大学毕业到《人

民日报》做记者的年轻人，标题是当时的总编范敬宜同志亲自改定的。 

那时恰值我在学校主管宣传工作，所以了解这篇新闻的采访过程。这两位记者来校采访

已是傍晚，在事先没有通知学校的情况下，他们径直到了学校中心教学楼，而且从一楼到五

楼，查看每一个自习室。令他们感慨的是，在当时不少学校受某些社会思潮的影响而学生读

书积极性下降的情况下，南开的教室里竟坐满了读书的学子，而后，他们又采访了多位老师、

同学，走访了一些院、系、单位，所到之处，生气勃勃，书声朗朗，于是他们得出结论：南

开学风很好。 

南开的学风是几十年来经过几代入的努力形成的。一代传一代，不同历史条件下，形式

可能有变化，但崇尚科学，求实创新，服务社会，刻苦认真，允公允能，日新月异的本质一

直是一种无形而强大的力量，鞭策和激励南开人不断探索，不断前进。 

对于南开的学风, 在读研究生时我有切身的感受，并且深得其惠。当时老师对我们进行

科研训练，要求有两个基本功是必须过关的：一个是学术资料的收集、梳理和评析，一个是

到实践中去调查研究。80 年代初学校没有信息网、没有计算机，复印机都很少，学术资料

的搜集全靠到图书馆去坐冷板凳。老师言传身教，学生自然不敢怠慢。记得为对计划与市场

的关系进行研究，老师要我跑遍了南开、天津市、北京等多家图书馆，光手抄的卡片就装了

一纸箱，直到认为对学术界已有的关于这个问题的讨论成果基本把握了，老师才同意我作为

论文撰写的第一步写了一篇综述性文章。现在看来当时是花了不少笨力气，但由此养成的严



谨治学态度则使我受益无穷。我把当年的卡片一直保留了很多年，直到 2002年搬家时还不

舍得扔掉。我的学位论文是“论指导性计划”，选题是适应当时计划体制改革需要而定的。

为了做好论文，除了研究学术资料和国外经验外，导师把我和另一位同学送到当时的中国经

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并由该研究会派出搞调研，先后达两个多月。在这两个月中，我们跑了重

庆、武汉、南京、常州、上海、山东等地，了解了大量的在体制改革试点中的第一手资料，

使论文的写作有了比较坚实的实践基础。现在想来，这次调研意义决不仅是为了完成毕业论

文，而更重要的是，它给我指明了做学问的方向和道路，对我的影响是终生的。直到现在，

工作无论多忙，我总要挤时间读书，挤时间到实践中到改革开放第一线去跑一跑，对学问的

研究，学术会议的发言，论著的出版或发表，总是慎之又慎，不敢哗众取宠，不敢违心奉迎，

这无疑得益于南开的学风。 

南开的学风在社会上产生了极好的影响。一些南开毕业生工作后感谢南开有良好的学

风，许多社会贤达赞扬南开的学风，一批又一批优秀高中毕业生向往南开，学生家长企望孩

子考入南开。我作为南开人，无疑感到欣慰和自豪。 

 

 俱往矣，时代在前进。今天的研究生教育，相对于改革开放初期，有了跨越式发展，

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的研究生教育大国。但历史是连续的，回顾昨天是为了明天更美好，但

愿我在南开读书的点滴体会能对今天的研究生培养有所启示。我们期盼伟大的祖国经过她的

儿女们的共同努力，在不远的将来能够从一个研究生教育大国变为研究生教育的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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